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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修昔底德陷阱”的本质是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特殊安全困

境.尽管其“艾利森版”过度强调了守成大国发动预防性战争的风险,也没

有严密论证恐惧和战争之间的作用机制,但是仍然有值得改进的学术价值.

用军备代替战争,基于过去两百年间(１８１６—２０１２)主要大国的面板数据分

析,我们发现了这一类安全困境中的反常现象:随着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

实力接近,前者会倾向于增强军备,后者则会以削减军备回应.这一现象与

已有的关于预防性战争和军备竞赛的理论明显相悖.其原因在于,守成大

国面对崛起大国的发展优势,优势策略是提高自身的发展潜力,而不是将潜

力转化为军事力量.同时,存量优势能够帮助守成大国降低对安全的敏感

性,而该条件是崛起大国所不具备的.因此,在同一“修昔底德陷阱”中,守

成大国和崛起大国在安全竞争中的行为很可能是不对称的,守成大国更容

易通过不对称竞争恢复、维持和扩大长期优势.这一理论发现的政策含义

在于,理解了这一不对称性后,崛起大国应该自觉认识到军备在安全上边际

效应的有限性,主动回避“修昔底德陷阱”中针对崛起大国的军备陷阱.在

守成大国采取减少军备投入与遏制相结合的不对称竞争策略时,崛起大国

应当在发展潜力上内向进取,避免在安全与发展上的全面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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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修昔底德陷阱”的改进与检验

中国学界对“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及其背后所蕴含之逻辑的回应不

可谓不多.究其原因,在于其最重要的使用者格拉汉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借用雅典和斯巴达在古典时期的竞争来比喻现在的中美关系.在

他看来,分别作为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的中国与美国正如伯罗奔尼撒战争

前的雅典与斯巴达、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与英国,因前者试图取代后

者、后者恐惧前者而导致战争的可能性比“已经认识到的要大得多”.而要

避免这一冲突,则需要双方在观念和行动上做出“任何人都还没做到过的根

本转变”.① 针对中美正在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论断,中国学界主要从两

种路径加以回应.其中,主流路径是“就事论事”,单独检验当前中美关系是

否适用于“修昔底德陷阱”.其中,正面路径是在单元层次上强调中国的文

化和政策特性,以“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表明中国并没有运用武力推

翻现行世界秩序的意图”②;在体系层次上则强调全球化和国际社会的形

成、经济相互依赖、集体安全体系、核武器、网络时代信息的高度透明对国

家的预期和行为的改变③.它们共同决定了这一概念不适用于中美关系和

当今时代.反面路径则是质疑雅典和斯巴达的竞争关系的普遍可比性,甚

至进一步否定更加冒进、更愿意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雅典的崛起大国身

份.④ 这两种方法的根本出发点都是要缩减甚至否定“修昔底德陷阱”的学

理价值.

①

②

③

④

GrahamAllison,“TheThucydidesTrap:AretheU．S．andChinaHeadedfor
War?”The Atlantic,Sep ２４,２０１５,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

archive/２０１５/０９/unitedＧstatesＧchinaＧwarＧthucydidesＧtrap/４０６７５６/,访 问 时 间:２０１８ 年 ８
月６日.

吴志成、王慧婷:«“修昔底德陷阱”对中美关系发展的非适用性分析»,«政治学

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２１—２３页.
蔡翠红:«中美关系中的“修昔底德陷阱”话语»,«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第２０—２８页.
任晓:«国际关系学的“去历史化”和“再历史化”———兼疑“修昔底德陷阱”»,«世

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年第７期,第１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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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另一种回应则触及其逻辑的作用机制,那就是守

成大国对崛起大国的恐惧是否是有条件的,以及这种恐惧是否一定会导向

战争.这一回应可以被看作对原有概念的改进和深化,挖掘了“修昔底德陷

阱”的学理潜力,也是国际学界在大国冲突领域推进研究的主流方向,但是

相对而言,中国学界沿着这一路径推进的研究却为数不多.在崛起大国触

发守成大国恐惧的因素分析上,相关研究提出的答案主要是两国在单元层

面上的制度距离,借用和追随了戴维阿普特(DavidApter)和杰克斯奈

德(JackSnyder)关注国家类型①和国内政治联盟②的研究路径.这类研究

指出,“现代国家国内政治模式及其对外战略选择出现了明显差异,反映到

国际战略互动上,体现为不同崛起国对于特定国际体系的改变程度及其对

外行为的进攻性程度截然不同”③.只有当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属于不同类

型(例如世俗—自由、威权、神圣—集体模式国家)时,两者才会因国际目标

上的差异引发相互间的敌意和恐惧,才可能进一步引发权力转移战争.其

中,世俗—自由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神圣—集体国家最容易引发战争,

威权国家则处于中间位置.④ 这种分析思路与改进后的民主和平论基本一

致:民主国家不是厌恶战争本身,而是不愿意与其他民主国家交战;其机制

也不是出于对战争成本和社会福利的考虑,而是民主国家间不会将彼此视

①

②

③

④

阿普特根据等级制的程度和价值类型对国家进行分类,在等级制坐标轴的两端

分别是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和多元竞争,价值类型的两端则是完成性的(consummatory)、
最终的神圣价值和工具性的(instrumental)、中间性的世俗价值.据此可以将国家分为

四个理论类型.参见:DavidApter,ThePoliticsofModernization(Chicago:University
ofChicagoPress,１９６５).

斯奈德提出了国内政治中的“卡特尔化”的概念,即物质资源、组织力量和信息

集中在个别狭隘集团的程度.卡特尔化的程度越高,越容易过度扩张;反之,民主制度则

有利于分散的利益集团制衡卡特尔集团的利益和扩张政策互助.参见:杰克斯奈德:
«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于铁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３３—３４页.

王浩:«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理论透视与历史比较»,«当代亚太»２０１４年第５
期,第６３页.

唐健:«权力转移与战争:国际体系、国家模式与中国崛起»,«当代亚太»２０１４年

第３期,第８６—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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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威胁和恐惧来源.① 归纳而言,这一谱系的研究指明守成大国会对崛起大

国拥有差异性认知.

除了针对崛起带来恐惧的“上半”机制外,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回应还

涉及恐惧导致战争的“下半”机制.就目前国内外的研究而言,主流观点大

体上开始认为处于守势国家的恐惧及其预防性战争应当为大国间冲突承担

主要责任.例如,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新研究就指出,引发此次世界大战

的最重要变量就是德国对迅速工业化的俄国的恐惧,因而宁可选择在１９１４年

进行一场预防性战争.② 在该研究领域,戴尔科普兰(DaleC．Copeland)

专门建立了一套动态差异理论,指出了将恐惧转化为战争的两项重要的内外

条件———守成大国衰落的性质和国际体系的极性.他指出,无论是在两极还

是在多极体系中,衰退的守成大国最容易发动战争.而当这种衰退体现在

经济力量和整体潜力更弱、同时多极化程度更低(潜在的竞争对手越少)时,

它们发动预防性战争的概率就越大.③ 罗伯特鲍威尔(RobertPowell)则

用博弈论证明守成国对自身衰落的预期极为关键.在持续衰落的预期下,

绥靖只会导致其未来在更不利的情况下面对崛起国,因此将促使守成国更

坚决地加以反制.相反,则有利于守成国多做让步.④ 除了对衰落的预期和

极性之外,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的力量对比也被广泛视作触发预防性战争

的重要 条 件.例 如,存 在 一 个 容 易 触 发 战 争 的 力 量 对 比 阈 值 (８０％ ~

１２０％),一旦崛起大国借助各种机会窗口越过这一阶段,出于成本和能力的

考虑,守成大国的恐惧虽然不会减弱,但是不大可能再发动预防性战争.⑤

这也符合政治心理学的解释,那就是当威胁明显超过解决能力的时候,国家

①

②

③

④

⑤

MichaelTomzandJessica L．Weeks,“Public Opinionandthe Democratic
Peac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１０７,No．４,２０１３,pp．８４９Ｇ８６５．

梅然:«德意志帝国的大战略:德国与大战的来临»,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

５８６—５８８页.
戴尔科普兰:«大战的起源»,黄福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０—

２７页.

Robert Powell, “Uncertainty,Shifting Power,and Appeasement,”The
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９０,No．４,１９９６,pp．７４９Ｇ７６４．

RonaldTammen,ed．,PowerTransition:Strategiesforthe２１stCentury (New
YorkandLondon:Chatham HousePublishersofSevenBridgesPress,２０００)．



“修昔底德陷阱”中的不对称竞争战略 ２３　　　

对威胁的感知反而会更加迟钝,更倾向于采取绥靖政策.①

更进一步,无论是对当前实力对比的评估还是对未来实力对比的预期,

在理性战争理论看来,仍然并非触发战争的充分条件.这一理论主张,无论

战争胜负损益如何,战争本身都会带来绝对损失,因而国家都能够通过协议

来获得比战争更好的结果.只是因为信息的不对称、承诺难题的存在以及

争夺利益的不可分割性等体系结构因素,才使得国家偏好先发制人或者发

动预防性战争.② 在上述三个因素中,承诺问题长期以来得到了更多的重视

和研究.托马斯谢林(ThomasC．Schelling)很早就在其博弈论名著«冲

突的战略»一书中指出,承诺的可靠性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于行为体对自身选

择能力的约束,这种约束越刚性、越难以逆转,其可靠性就越强.③ 而对于自

我约束,约翰伊肯伯里(G．JohmIkenberry)则指出,在国家间实力越悬殊

的时候,处于顶点的霸权国才更愿意自我约束,限制自身的实力行使来换取

与其他国家的制度性协议.因为此时用制度化的长期收益代替短期利益的

机会成本最低.④

正如以上诸多关于约束、承诺、战争和恐惧的理论所展现的那样,“修昔

底德陷阱”的论述实际上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学术价值.进一步检验和改进

这一论述也比试图将其过于简单地证伪更有意义.事实上,无论中美是否

走向战争,都无法充分证实或者证伪“修昔底德陷阱”.这是因为,艾利森虽

然没有清晰地构建从新兴大国崛起、守成大国恐惧到预防性战争的复杂作

用机制,但是他对历史案例的归纳也明示了这一因果链条的激活是有条件

的,但是并未试图总结这些条件是什么.相反,他引用厄内斯特梅(Ernest

①

②

③

④

对相关研究的梳理参见:姜鹏:«海陆复合型大国崛起的“腓力陷阱”与战略透

支»,«当代亚太»２０１８年第１期,第５—６页.

James D．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４９,No．３,pp．３７９Ｇ４１４．

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赵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０—

２５页.
除了实力差距以外,伊肯伯里还认为霸权国的民主化也有利于解决承诺问题.

参见:约翰伊肯伯里:«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门洪华译,北
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６５—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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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的说法指出,历史案例之间的不同点远多于相同点,都是独一无二

的.① 换言之,每一次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的战争或者竞争都是一个只

有“原因”的社会结果,而不是可以找到清晰“理由”的行动.② 以此而言,艾

利森本人拒绝进一步将“修昔底德陷阱”由概念和逻辑假设发展成一套理

论.但是正如上述诸多论述所展示的那样,实际上这一概念与很多更为紧

密的国际关系理论密切相联,可谓构成了一个理论群.它们既丰富了我们

对“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解,又为进一步的理论检验和改进提供了方向.而

本文正是试图用新的视角来检验这一逻辑链条中的若干组成部分,以获得

关于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在激烈安全竞争中行为的新知识.

本文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前半部分———守成大国对在单元属

性层面存在很大差异的崛起大国感到恐惧已经得到了诸多理论的验证,但

是前者基于这种恐惧会作出何种反应却仍有待分析.事实上,“艾利森版”

的“修昔底德陷阱”遭到质疑最多的部分就是守成大国会以预防性战争作为

回应,因为这明显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国无战争”的现实趋势相悖.③

大部分观点认为,即使中美走向全面对抗,也不大可能会以大规模战争的方

式进行,而更可能围绕声望和争夺盟友进行持久对峙.有的研究干脆将造

成这一冷战式结果的机制另称为“丘吉尔陷阱”(Churchilltrap).④ 总体来

说,“修昔底德陷阱”夸大了恐惧和先发制人会引发战争的风险,与夸大战争

风险相对应的是对“新冷战”之危害的重视不足.当然,这是由艾利森不自

觉地从守成大国的立场来思考所决定的.从美国的视角看,冷战式的对抗

①

②

③

④

GrahamAllison,“TheThucydidesTrap:AretheU．S．andChinaHeadedfor
War?”The Atlantic,Sep ２４,２０１５,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

archive/２０１５/０９/unitedＧstatesＧchinaＧwarＧthucydidesＧtrap/４０６７５６/,访 问 时 间:２０１８ 年 ８
月６日.

关于行为和结果的区分,参见:唐世平:«观念、行动和结果:社会科学的客体和

任务»,«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年第５期,第３９—４０页.

JohnMueller,“TheObsolescenceofMajorWar,”BulletinofPeaceProposals,

Vol．２１,No．３,１９９０,pp．３２１Ｇ３２８．
YangYuan,“Escapeboththe‘ThucydidesTrap’andthe‘ChurchillTrap’:

FindingaThirdTypeofGreatPowerRelationsundertheBipolarSystem,”TheChinese
JournalofInternationalPolitics,Vol．１１,No．２,２０１８,pp．１９３Ｇ２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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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可以被称作成功的“长和平”,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没有发生会带来重大

损害的战争,还实现了国际关系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渐次演进”,因此可

能确实是一个“难得且美好”的和平时期.① 因此,将美苏关系归类于四个和

平案例之中并无不妥.但是如果从苏联的角度来看,结论就并非如此了.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崛起大国而言,紧张的对抗环境很容易导致资源的错

配和最终的崛起失败.② 因此,美英式的和平与美苏式的和平存在根本差

异.考虑到被称为“冷战”的高度紧张的长期对峙既是未来的叙事主轴,又

会给崛起大国和国际体系带来重大影响,本文将用以军备竞赛为指标的大

国对峙代替战争,来改进“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此外,在检验这一新的逻

辑机制时,本文将把“艾利森式”的历史案例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以增强

结论的普遍性.更有趣的是,在改进和检验后,本文发现,虽然崛起大国和

守成大国处于同一互相恐惧的关系之中,但是两者的策略选择和行为却存

在与以往研究结论所不同的显著差异.

二、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策略差异

跟随当前国际关系研究与大数据相结合的创新趋势③,本节匹配并合并

多个主流国际政治研究数据集④,用“战争相关因素数据库”(Correlatesof

①

②

③

④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潘亚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第２９２页、３１６页.
冯维江、张斌、沈仲凯:«大国崛起失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世界经济与政

治»２０１５年第１１期,第４—３５页.
漆海霞:«大数据与国际关系研究创新»,«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

１６０—１７１页.
包括:国家物质能力数据集５．０[NationalMaterialCapabilities(v５．０),Singer,

J．David,StuartBremerandJohnStuckey,“CapabilityDistribution,Uncertainty,and
MajorPower War,１８２０—１９６５,”inBruceRussett,ed．,Peace,War,andNumbers
(BeverlyHills:Sage,１９７２),pp．１９Ｇ４８];麦迪逊工程数据库(JuttaBoltandJanLuiten
VanZanden,“The Maddison Project:Collaborative Researchon HistoricalNational
Accounts,”EconomicHistoryReview,Vol．６７,No．３,２０１４,pp．６２７Ｇ６５１);政体Ⅳ工程

数据库(PolityⅣ Project:PoliticalRegimeCharacteristicsandTransitions);战争相关因

素数据库(Correlatesof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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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所认定的所有一流大国(详见表１)①在过去两百年(１８１６—２０１２)的历

史面板数据(paneldata),分别从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的视角来检验改进后

的“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即守成大国对崛起大国的恐惧是否会引发两者

间的对峙.

表１　“战争相关因素数据库”(CorrelatesofWar)大国列表

国家 时间跨度

美国 １８１６—２０１２

英国 １８１６—２０１２

普鲁士/德国 １８１６—１９１８,１９２５—１９４５,１９９０—２０１２

法国 １８１６—１９４０,１９４５—２０１２

俄国/苏联 １８１６—１９１７,１９２２—２０１２

奥匈帝国 １８１６—１９１８

意大利 １８６０—１９４３

中国 １９５０—２０１２

日本 １８９５—１９４５,１９９０—２０１２

　　资料来源:RenatoCorbettaetal．,“MajorPowerStatus(In)ConsistencyandPoliticalRelevance

inInternationalRelationsStudies,”PeaceEconomicsPeaceScienceandPublicPolicy,Vol．１９,No．３,

２０１３,pp．２９１Ｇ３０７．

所谓守成大国,本文将其操作化为每个历史时期综合国力(具体测量和

数据来源详见表２)排名世界第一的国家;而崛起大国则是其余有潜力对守

成大国地位构成挑战的世界性或区域性大国.如前所述,本文聚焦于以军

备竞赛为指征的大国对峙,希望考察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间相对实力的消

长是否会对二者的军事备战行为造成影响.因此,在本节的回归分析中,自

① 判断何谓“大国”(greatpowers),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学者的定义和历史判断.
本文严格遵循“战争相关因素数据库”(CorrelatesofWar)的“主要强权地位名单”(Major
PowerStatusDesignation),只将其指定的９个大国包括在实证研究中.事实上,即便我

们扩展“大国”所包括的范围,将１９世纪活跃于欧洲霸权争夺中的荷兰、西班牙和瑞典以

及二战后崛起的发展中世界的区域强国如巴西和印度也涵盖在内,本文的回归结果也完

全成立(限于篇幅并未展示在本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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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是崛起国与守成国在综合国力上的差距,因变量则是一国军事开支占

其国民生产总值(GDP)的百分比.换言之,我们需要估计以下回归方程

军事支出it ＝α＋β１ 国力差距it＋βXit＋εit

其中,i表示国家(i＝１,２,３,,１４),t表示年份(t＝１８１６,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εit是误差项;Xit是一系列控制变量,除了国家和年份哑变量之外,还包括可

能影响军事支出的其他主要因素.首先,根据民主和平论,民主政体能够遏

制一国政府或其领导者的军事扩张政策,因此一国的民主程度可能与其军

事开支呈现负相关关系.其次,一国的军事动员程度(例如为应对主要战争

进行的全民征兵)会推高军事支出,因此前者对后者应带来正向影响.再

次,一国能够投入军事和安全领域的资源依赖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后者

应作为控制变量进入回归方程.最后,过去的军事开支很明显会影响当期

的军事支出,因此我们还需控制住军事开支的滞后一期.表２列出了定量分

析所使用的变量的测量方法和数据来源.

表２　变量列表

变量名称 变量测量 数据来源

军事支出 军事开支占 GDP百分比(％)
国家 物 质 能 力 数 据 集 (１８１６—

２０１０);麦 迪 逊 工 程 数 据 库

(１８００—２０１０)

国力接近

崛起大国综合国力与守成大国综

合 国 力 得 分 (CINC Score)比

值(％)

国家 物 质 能 力 数 据 集 (１８１６—

２０１０)

民主程度

政体民主程度指数[得分从－１０
到１０,指代最不民主的专制政体

(如传统君主制),到民主程度最高

的政体(如西方现代代议制民主)]

政体Ⅳ工程数据库(１８１６—２０１０)

军事人员占比 军事人员占全国人口比重(％)
国家 物 质 能 力 数 据 集 (１８１６—

２０１０)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实际 GDP(取对数形式)
麦 迪 逊 工 程 数 据 库 (１８００—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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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 用 调 整 了 异 方 差 和 一 阶 自 回 归 的 面 板 修 正 标 准 误 (PanelＧ

CorrectedＧStandardＧError,简称PCSE)作为基准模型的估计方法①,并将随

机效应估计量用于稳健性检验.本文的回归分析将分别从“修昔底德陷阱”

中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两个角度来进行.首先,我们只对过去两百年的各

个崛起大国(即综合国力排名不是世界第一的世界性或区域性强国)的数据

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如表３所示.模型１．１控制住了时间和国家哑变量以

及因变量的一阶滞后,只包含主要的自变量———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综

合国力接近程度,其与因变量———军事开支占 GDP的比重显著地正相关.

这一结果在模型１．２将所有的控制变量都包括之后也仍然存在.这意味着,

崛起大国在综合国力上越接近守成大国,那么它在安全领域的支出也就越

多.换言之,在以军备竞赛为特征的大国对峙的意义上,“修昔底德陷阱”在

崛起大国的视角下得到了支持.

表３　崛起国:国力接近与军事开支———基准模型

变量名
模型１．１ 模型１．２

(PCSE) (PCSE)

军事开支(滞后一期)
０．７０１∗∗∗ ０．７１８∗∗∗

(０．０２７７) (０．０２９３)

国力接近
０．００１５１∗∗∗ ０．００１６１∗∗∗

(０．０００３３２) (０．０００４１５)

民主程度
－９．０２eＧ０５

(５．７１eＧ０５)

军事人员占比
０．１１０∗∗∗

(０．０１４６)

经济发展水平
－０．００４６９∗∗∗

(０．００１２６)

常数项
０．００２５２ ０．０３９５∗∗∗

(０．００２０９) (０．０１０２)

① NathanielBeckandJonathanN．Katz,“WhattoDo(andNottoDo)withTimeＧ
SeriesCrossＧSectionData,”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８９,No．３,１９９５,

pp．６３４Ｇ６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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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名
模型１．１ 模型１．２

(PCSE) (PCSE)

观测值 ８００ ７９７

R方 ０．８６０ ０．８９２

国家数量 ８ ８

国家哑变量 YES YES

年份哑变量 YES YES

　　注:括号里为标准差∗∗∗p＜０．０１,∗∗p＜０．０５,∗p＜０．１.

表４对上述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模型１．３和１．４的估计方法仍然

是PCSE,但更换了自变量的衡量方法———前者采用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

综合国力相减之后的差值,后者采用二者在 GDP总量上的差值.① 两种测

量方法的结果都与表２一致:崛起大国的实力(不管是以综合国力还是以经

济体量来衡量)与守成大国的差距越大,那么其在军事安全上的开支就越

少.从模型１．５到１．７,我们使用了另一个估计方法———随机效应估计量②,

并且使用了三种不同的方法来测量自变量,都得到了相同的结果:对于崛起

大国而言,其与守成大国实力差距的缩小,会刺激其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安全

①

②

之所以要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 GDP总量来衡量国家的实力,是出于一个重要

原因:本文主要依赖国家物质能力数据集中的综合国力得分(CINCScore)来测量国家的

实力,这虽然是主流文献的通行做法,但综合国力得分却有一个难以克服的缺陷,那就是

在１９９５年后中国的得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既可能是综合国

力得分的指标设计存在缺陷,也可能是中国数据(尤其是军事实力的统计数据)的透明度

和准确性所致,但无论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超出了本文的能力范围.为尽可能规避综合

国力得分所造成的在守成国和崛起国的识别上的问题,本文还使用了 GDP总量来衡量

国家实力.在这一替代性指标下,中国于２０１２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
更符合实际情况.

豪斯曼检验显示应选择随机效应估计量(而非固定效应估计量).当然,学界对

豪斯曼检验这一标准存在争议.例如,匿名审稿人认为,究竟是随机还是固定效应模型,
在没有明显理论理由的情况下,应当根据样本量以及解释变量与个体效应的相关性水平

来决定.在本文的样本中,组(group)相对较少,而每组的样本量相对较多,因而固定效

应可能更为合适.因此,作者也尝试了使用固定效应估计量进行估计,结果完全不变(限
于篇幅并未在本文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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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由此可见,“修昔底德陷阱”虽然没有明言崛起大国会对守成大国的

恐惧作出何种反应,但是暗示的安全困境的逻辑在崛起国视角下确实存在.

表４　崛起国:国力接近与军事开支———稳健性检验

变量名
模型１．３ 模型１．４ 模型１．５ 模型１．６ 模型１．７

(PCSE) (PCSE) (随机效应) (随机效应) (随机效应)

军事开支

(滞后一期)
０．７２１∗∗∗ ０．７２３∗∗∗ ０．８４１∗∗∗ ０．８３９∗∗∗ ０．８４６∗∗∗

(０．０２９３) (０．０３１０) (０．０２２３) (０．０２２４) (０．０２２１)

国力接近
０．０００６０１∗∗∗

(０．０００２３０)

国力差距
－０．０２１０∗∗∗ －０．００９３∗∗∗

(０．００５８２) (０．００３２３)

GDP总量差距
－３．２５eＧ１３∗∗∗ －１．７８eＧ１３∗∗

(０．００５８２) (８．３３eＧ１４)

民主程度
－６．４０eＧ０５ －３．９８eＧ０６ －１．５８eＧ０５ －７．１８eＧ０６ －０．００００２

(５．８３eＧ０５) (０．００００６) (２．８８eＧ０５) (２．９１eＧ０５) (０．００００２)

军事人员占比
０．１１４∗∗∗ －０．０１３３３ ０．０７９３∗∗∗ ０．０８０２∗∗∗ ０．０８７９∗∗∗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１７７１) (０．０１４９)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１４８)

经济发展水平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１３９９ ０．０００１３１ ４．４４eＧ０５ －０．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２１) (０．００１１１) (０．０００２９５) (０．０００２９３) (０．０１４８１)

常数项
０．０４００∗∗∗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００２８８ ０．００１６２ ０．０００１４

(０．０１０２) (０．００８６８) (０．００３５１) (０．００３５９) (０．００３５３)

观测值 ７９７ ７９８ ７９７ ７９７ ７９７

R方 ０．８９３ ０．８６５

国家数量 ８ ８ ８ ８ ８

国家哑变量 YES YES NO NO NO

年份哑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注:括号里为标准差∗∗∗p＜０．０１,∗∗p＜０．０５,∗p＜０．１.

在实证分析了崛起大国在安全领域的行为之后,我们将视野转向守成

大国.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将看到与“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预期完全不

同的行为模式.在此,自变量和因变量仍然与之前对崛起大国的分析相同,

但包含在回归方程中的样本则从所有的崛起大国变成了过去两百年间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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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国力曾排名世界第一的守成大国(主要是英国、美国和苏联).由于每

一年都只能有一个国家成为世界第一,所以这时的数据结构就不再是一系

列国家对应相同年份的面板数据,而是混合数据(pooldata).因此,我们选

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LeastSquares,简称 OLS)来进行估计.相应

地,自变量是守成大国与排名第二的崛起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情况,因变量

是守成大国的军事开支占其 GDP的比重.

表５报告了回归结果.模型２．１是完整的基准模型,包括了所有的控制

变量和国家哑变量.可以看到,排名第二的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在综合国

力上的接近程度与后者的军事支出显著地负相关.这就是说,当面对着一

个在综合国力上逐渐逼近自己的崛起大国时,守成大国选择的不是如“修昔

底德陷阱”所预期的积极扩充军备,而是恰恰相反,减少在安全防务上的支

出.这一结果在模型２．２使用了稳健标准误、模型２．３和２．４分别使用了其

他的自变量衡量方式之后,仍然稳健.结合之前对崛起大国的分析我们看

到,崛起大国的行为虽然符合“修昔底德陷阱”的预期,但守成大国的行为却

呈现出与其理论推断完全相反的模式.这就是本文题目的题中之义:“修昔

底德陷阱”中竞争双方行为的不对称性.同时,我们的实证发现还能与民主

和平论展开对话.不管对于崛起大国还是守成大国,民主程度对其军事支

出的影响都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参见表３、表４和表５).虽然出现这种

情况可能是由于数据上的原因①,但这一结果仍然提出了一个可供未来研究

思考的议题:当国家间进行军备竞赛时,大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特殊甚至

是极端的地位(如有能力参与世界霸权竞争的崛起国和已成为世界第一的

守成国)是否会使得现实主义逻辑掩盖自由主义所强调的民主制度,将大国

间关系蒙上米尔斯海默笔下不可避免的悲剧色彩? 综合以上讨论可以推

知,在解释以军备竞争为特征的国家间对峙上,“修昔底德陷阱”的解释力主

要存在于崛起大国,而非综合实力世界排名第一的守成大国.而民主和平

论对于这两类国家的军备竞争行为的解释力则都很有限.这一发现的政策

① 例如,可能存在如下情况:用于测量民主程度的 PolityⅣ指标未能提供足够多

的变异(variation),从而使其在控制了国家和年份哑变量的模型设定中容易丧失统计显

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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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在于,依赖“修昔底德陷阱”或民主和平论来对守成大国的战略行为进

行预测并制定对策,也许不是最明智的选择.

表５　守成国:国力接近与军事开支

变量名
模型２．１ 模型２．２ 模型２．３ 模型２．４

(OLS) (OLS) (OLS) (OLS)

次强崛起国与其国力接近程度
－０．００３９６∗∗∗ －０．００３９６∗∗∗

(０．００１５０) (０．００１４１)

次强崛起国与其国力差距程度
０．０１７９∗∗

(０．００７１１)

次强崛起国与其经济总量差距
６．３２eＧ０７∗∗∗

(６．６０eＧ０８)

民主程度
－０．０００１１４ －０．０００１１４ －８．６５eＧ０５ －０．０００２４８∗

(０．０００１６１) (７．２４eＧ０５) (０．０００１６８) (０．０００１４２)

军事人员占比
０．３４６∗∗∗ ０．３４６∗∗∗ ０．３４０∗∗∗ ０．３８４∗∗∗

(０．０３１５) (０．０２１２) (０．０３３０) (０．０２７５)

经济发展水平
８．７９eＧ０７∗∗∗ ８．７９eＧ０７∗∗∗ ８．７８eＧ０７∗∗∗ ６．３２eＧ０７∗∗∗

(５．０７eＧ０８) (５．６８eＧ０８) (５．０９eＧ０８) (６．６０eＧ０８)

常数项
－０．００７６６∗∗∗ －０．００７６６∗∗∗ －０．００７７１∗∗∗ －０．００３５２∗∗

(０．００２１１) (０．００１４６) (０．００２１７) (０．００１５７)

观测值 １９３ １９３ １９３ １９３

R方 ０．９２７ ０．９２７ ０．９２７ ０．９３１

国家哑变量 YES YES YES YES

　　注:括号里为标准差∗∗∗p＜０．０１,∗∗p＜０．０５,∗p＜０．１.

最后,虽然政治制度因素对大国的安全支出策略解释力有限,但守成大

国和崛起大国的制度差距却对前者的军事支出安排有显著影响.如表６所

示,当把表５中的民主程度替换为守成大国和次强崛起大国的制度差距(前

者和后者在民主程度上的差值)时,这一差距对守成大国的军事开支有着显

著的负向作用.这意味着,当守成大国面对着一个与其在政治制度上十分

不同的次强崛起大国时,其会更多地收缩军事开支.这背后的原因也许是

制度上的差异使得非军事领域(如经济领域或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和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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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更加有效,从而促使守成大国对竞争领域的转移.于是,在守成大国身

上我们看到“变质”的民主和平论:要想减少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军

备竞争,并不需要两者都是民主国家,双方在民主程度上的巨大差异反而有

可能单向减少军备竞争.民主和平论在解释守成大国行为时的这一悖论值

得日后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表６　守成国:国力接近、制度差距和军事开支

变量名
模型２．５ 模型２．６ 模型２．７ 模型２．８

(OLS) (OLS) (OLS) (OLS)

次强崛起国与其国力接近程度
－０．００４６９∗∗∗ －０．００４６９∗∗∗

(０．００１３５) (０．００１１２)

次强崛起国与其国力差距程度
０．０２１０∗∗∗

(０．００６１６)

次强崛起国与其经济总量差距
１．５４eＧ１２∗∗∗

(３．５２eＧ１３)

制度差距
－９．７１eＧ０５∗ －９．７１eＧ０５∗∗∗ －９．６８eＧ０５∗ －７．７４eＧ０５

(５．８０eＧ０５) (３．０６eＧ０５) (５．８１eＧ０５) (５．６５eＧ０５)

军事人员占比
０．３４８∗∗∗ ０．３４８∗∗∗ ０．３４１∗∗∗ ０．３９１∗∗∗

(０．０３０９) (０．０１９２) (０．０３１８) (０．０２８０)

经济发展水平
９．０７eＧ０７∗∗∗ ９．０７eＧ０７∗∗∗ ９．０６eＧ０７∗∗∗ ６．３６eＧ０７∗∗∗

(５．２２eＧ０８) (５．９４eＧ０８) (５．２３eＧ０８) (６．６８eＧ０８)

常数项
－０．００８１３∗∗∗ －０．００８１３∗∗∗ －０．００７８７∗∗∗ －０．００５０９∗∗∗

(０．００１１２) (０．０００７５４) (０．００１０９) (０．０００９９０)

观测值 １９３ １９３ １９３ １９３

R方 ０．９２８ ０．９２８ ０．９２８ ０．９３０

国家哑变量 YES YES YES YES

　　注:括号里为标准差∗∗∗p＜０．０１,∗∗p＜０．０５,∗p＜０．１.

从这些定量分析中,我们验证了以长期军备竞赛代替短期预防性战争

的改进版的“修昔底德陷阱”,其中最有趣的发现是,守成大国在面对崛起大

国的军备竞争时并没有如现有理论预期的那样采取类似的军备回应.而事

实上,对等的军备竞赛还只是既有理论中所设想的较为温和的回应.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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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出现这一差距,是因为既有理论是在静态地考虑相对衰退的预期,认为其

要么是可逆转的,要么是不可逆转的,两者之间不可能互相转化.它们主

张,决定国家潜在力量增长的主要是领土和人口规模等短期内不可改变的

要素,因此,受困于不可逆的相对衰落的国家就只能在军备竞赛、引发危机

迫使对方让步、发动预防性战争和彻底和解之间作出选择.① 但是事实上,

不仅仅是守成大国,任何一个国家在面临相对衰落的处境和预期时,都很容

易判断出军备竞赛所代表的内部汲取(internalextraction)只会恶化当前局

面,相反致力于提高发展潜力的内部动员(internalmobilization)才是最合理

的反应.②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会通过工业赶超、提高对国内和国际市场的

利用效率或者综合运用两重方式来改善经济基础.③ 因此,守成大国完全可

以作出发动战争、军备竞赛与和解之外的选择,那就是综合利用内部改革和

非军事手段来遏制崛起大国,在不将更多资源转化为军事能力(甚至是削

减)的情况下推动进攻性政策.

此外,在现实和历史中,通常是崛起大国而非守成大国更容易认为力量

对比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不利变化,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和第二

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对日本而言,它认为自身的迅速发展并不能抵消美

国的既有优势,因此时而谋求有利的国际协定,锁死某种军事力量对比,时

而是以加速衰退为代价兑现既有军事力量,亦即扩军和备战.④ 对德国而

言,这种感知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就更为明显,现实中德国在工业、科技和贸

易等关键领域发展迅速,可以说“如果和平得以维系,德国会自然成为欧洲

的主宰”.但是英国、法国、俄国等国针对德国的内外部制衡却使得德国产

生了和平对自身总体不利的认识.⑤ 而相对于崛起大国,守成大国由于既有

①

②

③

④

⑤

戴尔科普兰:«大战的起源»,黄福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６４—６９页.

MichaelMastanduno,DavidA．LakeandG．JohnIkenberry,“TowardaRealist
TheoryofStateAction,”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３３,No．４,１９８９,p．４６５．

张斌、茅锐:«工业赶超与经济结构失衡»,«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

８０—８１页.
约翰  查尔斯  史乐文:«“兴风作浪”:政治、宣传与日本帝国海军的崛起

(１８６８—１９２２)»,刘旭东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２４７—２５２页.
梅然:«德意志帝国的大战略:德国与大战的来临»,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

１０９—１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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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势和经验,反而更愿意相信自身有能力通过国内措施来扭转力量对比

上的劣势.例如,面对冷战中苏联咄咄逼人的上升态势,美国就始终相信长

期来看优势是站在美国一边的,因此无论外部威胁看上去有多危险,美国都

只会运用有限的资源与其对抗.在美国的主流决策者看来,在苏联的有意

诱导下的资源破产才是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① 因此,即使是在苏联不断取

得技术突破、美苏差距不断缩小的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时代,美国也从未将

在有利条件下与苏联的军事摊牌或者军备竞争作为冷战的主题.相反,美

国始终在积极利用核武器、颠覆行动、对第三世界的援助等替代措施减少总

体军事开支.② 而在核武器、经济相互依赖和全球化的时代,环境因素更有

利于促使守成大国作出这一选择.

因此,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在面对彼此相对实力接近以及随之而来的

更具对抗性的互动时,很可能会对同一事实作出不同倾向的解读.崛起大

国容易在力量接近时因为外部的反应而产生自己处境正在相对恶化的感

知,因而采取军备甚至战争策略;但是守成大国基于既有的优势更容易认为

当前的实力接近是可以逆转的,应当将逆转长期趋势作为主要目标,因而反

而会削减军备.简而言之,面对同一增量,各国在国际力量对比中的不同存

量是有意义的,它们会影响各国对增量的感知,进而导向不同的行为.

三、 展示案例: 早期冷战和近十年中的守成大国

在提出了关于守成大国为何会在与首要竞争者的实力差距缩小时缩减

军备开支的逻辑解释后,这一部分将通过案例展示这一逻辑的具体表现.

在案例上,本文选择了１９４５—１９５０年早期冷战中的美苏关系和２０１０—

２０１７年的美中关系.选择前者是因为这一时期的美苏关系处于有核时代和

①

②

John Lewis Gaddis,Strategicof Containment:A Critical Appraisalof
PostwarAmericanNationalSecurityPolicy (NewYorkandOxford:OxfordUniversity
Press,１９８２),pp．５８Ｇ５９．

RobertJ．McMahon, “U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from Eisenhower to
Kennedy,”inMelvynP．LefflerandOddArneWestad,eds．,TheCambridgeHistoryof
theColdWar,Vol．１ (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０),pp．２８８Ｇ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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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体系,其结构环境与当今和今后较为相似.同时,冷战早期双方尚未就

彼此间的互动模式形成中后期的稳定范式和预期①,双方对于对方意图的判

断均难以确定,双方矛盾尖锐而充满不确定性.在这一案例中,美苏两国具

备落入安全困境和螺旋军备陷阱的完美条件,因此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削减

军备的反常行为更能展示上述逻辑的说服力.选择后一案例则一方面是为

了最大限度地提高该研究的现实政策意义,揭示自获取世界霸权以来美国

与异质性的主要大国竞争者(同质竞争者则是日本、德国)在敌意互动中行

为逻辑的一贯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从极性的角度来看,当前的中美关系也

是冷战时的美苏关系之后最接近两极结构的一对关系.除中国之外,其他

次等大国要么是美国的盟友,要么距离构成全面挑战为时尚远,因此美国同

样有足够宽裕的条件和资源来展开同中国的军备对峙.② 总而言之,这两个

案例均属于最有利于传统“修昔底德陷阱”逻辑的理论最可能案例(mostＧ

likelyＧcase),同时又因为时空上的迫近(其中一个甚至就是当前)而最具相

关性.

(一)美国冷战早期的军备收缩与控制

从１９４５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１９５０年朝鲜战争爆发之间的五年是

冷战史学家们反复考察的一段重要岁月,他们关注的一大焦点是冷战缘何

发生,哪一个大国应当为此承担更多责任.就检验本文提出的理论解释而

言,在这一案例中需要考察三个问题.第一,苏联与美国的相对力量差距是

否正在迅速减少? 第二,苏联的崛起是否让美国感到威胁,并且美国自身处

于防御地位? 第三,在互不信任和互相遏制的螺旋中,美国是不是倾向于削

减军备,而反之苏联则倾向于增加军备? 下文将结合统计数据和白宫、国务

院、国防部、国会的档案文件,来对这三个问题进行回答.

①

②

包括承认和尊重对方的势力范围、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管控盟友的核扩散、军
备控制等.参见:JosephS．Nye,Jr,“NuclearLearningandU．S．ＧSovietSecurityRegimes,”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４１,No．３,１９８７,pp．３７１Ｇ４０２.
科普兰认为,两极体系中发生大战的条件要求更低,而现代战争总是会经过军

备阶段以增加短期优势,因此同样的逻辑应当也适用于军备.参见:戴尔科普兰:«大
战的起源»,黄福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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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是对第一个问题的直观回答.在１９４５年雅尔塔会议前,美国新任

总统杜鲁门自信地认为未来的世界将由美国和苏联共同主导,其中美国将

拥有８５％的发言权,苏联只有区区的１５％,苏联对美国的需要远大于美国对

苏联的需要.① 但是此后两国的总体实力却开始迅速拉近,这一方面是因为

苏联的工业能力和人口正迅速从战争的破坏中恢复过来,而美国则从战时

的工业生产巅峰开始下滑;另一方面是因为苏联进一步从波兰、波罗的海

三国、罗马尼亚等地区获得了疆域和人口补偿,更不用提其借助二战在东

欧获得诸多“盟友”.这一时期苏联的战略表现是教科书般的崛起大国,由

于工业、军事和国际影响力都在朝于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其一面通过维持和

　　

图１　美国与苏联的物质力量(１９４５—１９５０)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国家物质能力数据集 ５．０”[NationalMaterialCapabilities(v５．０),

Singer,J．David,StuartBremerandJohnStuckey,“CapabilityDistribution,Uncertainty,and

MajorPower War,１８２０—１９６５,”inBruceRussett,ed．,Peace,War,andNumbers (Beverly

Hills:Sage,１９７２),pp．１９Ｇ４８]自制.

① HarryTruman,YearsofDecisions,Memoirs,Vol．１ (New York:Doubleday
& Company,Inc．,１９５５),p．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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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军事力量巩固既有优势,一面试图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大国维持现状.①

与国家力量狂飙突进相应的是,斯大林于１９４６年２月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

公开称赞了苏联新的经济和军事大国地位,表示苏维埃秩序优于其他任何

一种秩序,资本主义体系的存在就等于战争.这一表态在美国引发了对苏

联将借助自身实力加速扩张共产主义并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普遍担忧.②

到１９５１年时,斯大林已经很自信地认为美国在欧洲已经不是苏联的对手,他

表示,“没有欧洲国家拥有同苏联军队抗衡的能力,这些国家甚至根本不会

抵抗.美国现有的军事力量也不够强大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一时期,

动用所有的经济、政治和人力推进军队的系统性的准备工作只有动员

全部力量,才能抓住这唯一的机会让共产主义扩展到整个欧洲”.③ 正如图２
所示,苏联的这一优势正是通过增加军费开支、加紧军备竞赛获得的.在

１９４５年后,美苏两国都面临着同样的复员(demobilization)问题,但是美国在

１９４５年后迅速将军事开支削减并维持在不到原本１/４的水平,而苏联的军

事开支则毫无“去动员”的迹象,始终维持在比战时更高的水准上.

在美国看来,从１９４５年到１９５０年,美国一直处于被动防御的态势,疲于

应对苏联的战略攻势.尽管罗斯福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与苏联划分势力范

围的现实主义共存思维,但是他的这一离经叛道的观念不仅在国内是少数,

而且从未向美国社会公开宣示过.④ 因此,杜鲁门继任之后很快就因为雅尔

塔协定中关于波兰的自由选举问题而同苏联发生冲突,并认为苏联开始背

信弃义,违反民族自决原则,逐步攫取整个东欧.⑤ 在操纵波兰和东欧选举

①

②

③

④

⑤

Vladimir．O．Pechatnov,“TheSovietUnionandthe World,１９４４—１９５３,”in
MelvynP．LefflerandOddArne Westad,eds．,TheCambridgeHistoryoftheCold
War,Vol．１,(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０),pp．９３Ｇ９５．

WalterMillisandE．S．Duffield,eds．,ForrestalDiary (New York:Viking
Press,１９５１),p．１３４．

JacquesRupnik,TheOtherEurope:TheRiseandFallofCommunisminEastＧ
CentralEurope (NewYork:SchockenBooksInc．,１９８９),p．１２７．

Daniel．Yelgin,Shattered Peace:TheOriginsofthe Cold Warandthe
NationalSecurityState (Boston:HoughtonMifflin,１９７８)．

HarryTruman,YearsofDecisions,Memoirs,Vol．１,(NewYork:Doubleday&
Company,Inc．,１９５５),p．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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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美国与苏联的军事开支占GDP比重(１９４５—１９５０)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战争相关因素数据库”(CorrelatesofWar)自制.

之后,斯大林在明知美国态度的情况下又向土耳其提出关于黑海海峡控制

权的要求并炫耀武力.１９４６年８月７日,苏联正式照会土耳其要求建立苏

土共同防御机制,将西方国家彻底赶出黑海海峡.① 此后,苏联还相继策动

了伊朗危机、１９４８年捷克斯洛伐克政变等一系列攻势.在１９４９年,美国社

会对自身在冷战中处于守势和不利地位的感知达到了高峰,其标志性事件

是“失去中国”和苏联原子弹试验的成功.美国国会的共和党人自１９４９年开

始猛烈攻击美国国务院“放任由敌人来制订美国的安全政策”,出卖美国的

盟友,纵容苏联间谍的渗透.② 在苏联日益强盛的势头之下,美国决策层的

危机感也进一步增强.在１９４９年初开始草拟的 NSC６８号文件中,保罗尼

①

②

JamilHasanli,StalinandtheTurkishCrisisoftheCold War,１９４５—１９５３
(London:LexingtonBooks,２０１１),pp．２２７Ｇ２２８

MelvynP．Leffler,APreponderanceofPower:NationalSecurity,theTruman
AdministrationandtheCold War (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２),pp．
３４２Ｇ３４３．



４０　　　 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采(PaulNitze)就积极主张世界力量的平衡已经被彻底打破,全球各国甚至

美国的民主制度都已经受到苏联的威胁.① 总览１９４５—１９５０年,相对于苏

联,不仅美国处于明显的守势,前者带来的威胁也与日俱增.也正因如此,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的关于冷战史的“后修正学派”(PostＧRevisionism)日益强

调苏联和斯大林的革命帝国主义扩张在引发和激化冷战中的作用.②

苏联的步步紧逼引发了美国决策者的强烈反应,但是有趣的是,这一遏

制政策却并不将扩充军备作为政策基石,相反,他们执行的是一套被称为

“精打细算的冒险”(calculatedrisk)的政策,那就是有意识地用更小的经济

代价来应对苏联的挑战,认为依靠自身的经济潜力而非军事实力就可以有

效威慑苏联.③ 这一战略的代表人物就是“遏制政策之父”乔治  凯南

(GeorgeKennan).尽管他在这一时期是最坚定的反苏者,并因此得到了安

全强硬派的青睐而担任国务院政研署主任的要职,但是在１９４８年应国防部

的要求进行安全环境评估时,凯南在 NSC２０/２号文件中指出,虽然美国应该

坚定地遏制苏联,但是苏联并不构成军事威胁.其原因在于:第一,两次世

界大战的经验已经让苏联领导人认识到美国的潜力;第二,苏联倾向于对外

国的政治而非军事控制,并不会入侵西欧;第三,根据共产主义的理论,苏联

的战略机遇是要等待并促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到来.④ 在 NSC２０/４
号文件中,凯南进一步指出,遏制苏联的最佳手段是推动“欧洲复兴计划”、

支持西欧联盟,而苏联对美国的最主要威胁手段仍然是颠覆活动和危害经

①

②

③

④

“MemorandumbytheDeputyUnderSecretaryofStatetotheDirectorofPolicy
PlanningStaff,”February２３,１９５０,PolicyPlanningStaffFiles,FRUS,１９５０v０１．i０００８,

pp．１６７Ｇ１６８．
戴超武:«斯大林、苏联外交与冷战的起源»,«俄罗斯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第４—

５页.

MelvynP．Leffler,APreponderanceofPower:NationalSecurity,theTruman
AdministrationandtheColdWar(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２),p．５０４．

“Reporttothe NationalSecurity Councilby DepartmentofState,Factors
AffectingtheNatureofDefenseArrangementintheLightofU．S．S．R．Policies,”２５
August,１９４８,２０/２S/SＧNSCFiles:Lot６３D３５１:NSC２０Series,FRUS,１９４８v０１p２．
i０００７,pp．６１５Ｇ６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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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稳定,过度的军备建设和对外援助反而不利于美国.①

凯南主张的这一理念得到了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会的青睐,而这也被

进一步传导到了美国各部门的战略语言当中.在白宫冷战早期的预算编制

中,美国军事部门根据对苏军备竞争做出的预算遭到了总统和财政部门的

压制.从１９４５年到１９５０年,最终的军事预算都是由白宫规定的“预算天花

板”而不是军队的需求所决定的.② 即使是在苏联拥有核武器后,美国决策

层在关于重整军备的 NSC６８号文件的讨论中,也是倾向于否定尼采的大规

模军备的意见.在多次内部交流中,白宫预算局严厉批评NSC６８号文件“没

有充分考虑、甚至完全没有考虑其所建议措施的影响其中的严重错误

在于低估了经济和社会变革因素在当下进行的斗争中的地位”③.在给杜鲁

门的建议中,预算局明确指出,为了在“不确定的期限内”对抗共产主义,必

须抵制会对“我国社会”心理和发展方面造成极大损失的“大规模动员”,必

须将国防预算稳定在 １３０ 亿美元之内并且每年减少 ３０ 亿美元的对外援

助.④ 事实上,这几乎就是杜鲁门本人的立场.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前不久的

１９５０年５月４日,他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明年的军事预算将比今年更

小我们不觉得有来自世界的任何警报”.当时,白宫预算局评估,在最

坏的情况下也只需要增加１０亿~３０亿美元的军费开支,只有尼采设想的总

额达３００亿~４００亿美元军事开支的１/３.⑤

国会的状况也与白宫大同小异,虽然自１９４９年后其中的共和党人调门

①

②

③

④

⑤

“Reportto President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２０/４,２３
November,１９４８,S/SＧSNCFiles:Lo６３D３５１:NSC２０Series,FRUS,１９４８v０１p２,pp．
６６５Ｇ６６８．

WarnerR．Schilling,PaulY．HammondandGlennSnyder,Strategy,Politics,

andDefenseBudgets(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１９６２．
“MemorandumbytheDeputyChiefoftheDivisionofEstimates,Bureauofthe

BudgettotheExecutiveSecretaryoftheNationalSecurityCouncil,”May８,１９５０,Policy
PlanningStaffFiles,FRUS,１９５０v０１．i０００８,pp．２９８Ｇ３０６．

“LawtontoTruman,April１９,１９５０,”TrumanPapers,PresidentsSecretaries
FilesＧSubjectFiles,box１５１,folder:BureauoftheBudget,BudgetＧFY１９５２—１９５３.

MichaelJ．Hogan,ACrossofIron:HarryS．TrumanandtheOriginsofthe
NationalSecurityState１９４５—１９５４ (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８),

p．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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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但是他们并不愿意为遏制苏联多花一分钱.在１９４９年空军和海军围

绕有限军事预算展开的竞争中,以“便宜高效”为旗帜的空军逐渐赢得优势.

其说服国会和公众依靠少量战略空军与核武器就可以有效威慑苏联,而不

用花费巨资发展昂贵的陆军和海军.在１９４８年４月的追加军事预算分配

上,国会最新批准的近３５亿美元的拨款大部分给予了空军.其中空军获增

５３０００人,陆军获增８０００人,而海军则一无所获.① 在这场斗争中,包括前

众议院海军委员会主席卡尔文森(CarlVinson)在内的很多议员逐渐转变

为空军的鼓吹者.后者公开表示国家不能长期花费１５０亿~２００亿美元的

军费,必须停止海军航空兵的重复建设,特别是超级航母项目.② 在这种有

利的政治环境下,杜鲁门最终取消了海军的“瑰宝”项目.更能说明国会心

理的是,尽管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大肆攻击国务院“失去中国”,但是在朝鲜战

争行将爆发的１９５０年,美国众议院在１月还是否决了国务院大力推动的对

韩国的援助法案.③ 总而言之,虽然美国府会在１９４９年后的关系趋于恶化,

但是在并行执行对苏强硬战略和缩减军事开支上其实并无分歧.

从１９４５年到１９５０年,面对苏联实力的迅速增长和军事力量的稳定上

升,美国反而采取的是缩减军事开支的政策.在５年中,仅有１９４８年略有增

长.如果朝鲜战争没有爆发,这一趋势还将延续下去.这是因为美国决策

者认识到了保持自身潜力在应对苏联及其革命扩张时的重要性,有意识地

抵制了用军事力量遏制苏联的诱惑.④ 而之所以能最大限度地坚持这一思

路,是因为美国对自身存量优势和过往成功经验———“美国生活方式”的确

信,即便这种确信本身存在盲目成分.

①

②

③

④

“１９April１９４８,”in WalterMillisandE．S．Duffield,eds．,ForrestalDiary
(NewYork:VikingPress,１９５１),pp．４１８Ｇ４２１．

“２８July１９４８,”inWalterMillisandE．S．Duffield,eds．,ForrestalDiary (New
York:VikingPress,１９５１),pp．４６６Ｇ４６９．

DeanAcheson,PresentationattheCreation:MyYearsintheStateDepartment
(NewYork:W．W．Norton& Company,１９８７),p．３５８．

有观点认为,美国减少军事开支不是因为苏联崛起,而是因为二战胜利,国家进

入和平时期.事实上,美国的复员在１９４５年时就已经部分启动,在１９４６年时就基本结

束,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完成了史上最庞大军事力量的迅速缩减.因此,从战争到和平

的转变在１９４６年后已经不能解释美国军事开支的变化.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并非

１９４５—１９４６年的军费缩减,而是１９４７—１９５０年与美苏矛盾升级相伴的美国军费开支的

稳步下降.本文解释的正是后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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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奥巴马—特朗普时期的战略收缩(retrenchment)与军备控制

２０１０年,中国的 GDP规模超过日本,正式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经

济体.而与此同时,中美关系正处于由小布什时代和奥巴马上任第一年的

“历史上最好的中美关系”向中美“战略互疑”方向发展的转折点.这种时间

上的一致绝非纯属偶然.如图３所示,中国 GDP占美国 GDP的比重自

２０００年起就处于直线上升的态势,并且从２０１０年后一直保持至今.尽管从

GDP差额的绝对值来看,从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７年中美的力量差距并非在线性

下降(分别为８．８６３、７．９４５、７．５９４、７．０８５、６．９４６、７．０５６、７．４３４、７．１５３万亿美

元)①,但是其总体趋势仍然是在波动中降低.而且,考虑到中美经济规模都

在较为迅速地扩张,稳定的差额实际上也意味着两国国力日益接近.由于

中美之间差距(人均 GDP)的绝对值存在波动,也有观点认为美国在经济和

　　

图３　中国GDP占美国GDP比重(１９４５—１９５０)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 locations＝CNＧ

US,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１日.

① 数据来自 WorldBankNationalAccountsData以及 OECD NationalAccounts
DataFiles,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 locations＝
CNＧUS,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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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力总量、经济结构和科技水平上仍然保持着显著的边际优势,并且这些优

势不仅难以获取,而且能够在国家竞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因而美国并未相对

于中国衰落.① 但是主流看法仍然是就国家间竞争而言,总体资源的增长率

比人均资源或者创新能力更重要,前者更能影响美国相对于中国的权力

强弱.②

事实上,即使是在美国拥有边际优势的科技和产业领域,中国的追赶也

极为迅速.从２００６年到２０１４年,在世界利润前１０００名的大企业中,中国企

业的数量从４１家上升到１３１家.③ 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上,美国和中国在

２０００年各自占全世界比重为２４．９８％和６．５０％,而在２０１５年这一数值分别

为３０．９１％和２６．７４％.除了总量增长,中国企业在新能源、轨道交通、航空

航天等新兴产业上都在接近甚至超过美国同行.④ 在可见的硬实力以外,中

美力量对比的接近还体现在中国更强的区域和国际制度影响力上.正如苏

联在二战后成功构筑了社会主义阵营、间接扩展了自身的物质能力一样,最

近十年间亚太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不断增强,中国和美国

的软实力和影响力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⑤ 同时,中国虽然是美国在二战

后建立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积极参与者,但是近年来已经逐步建立起与现

有美式制度并行的“平行结构”(中国称之为“补充性国际制度”),其中主要

包括“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NDB)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中国的

①

②

③

④

⑤

MichaelBeckley, “Chinas Century? Why Americas Edge Will Endure,”

InternationalSecurity,Vol．３６,No．３,２０１１/１２,pp．４１Ｇ７８．
JoshuaR．ItzkowitzShifrinsonandMichaelBeckley,“Correspondence:Debating

ChinasRiseandU．S．Decline,”InternationalSecurity,Vol．３７,No．３,２０１２/１３,p．１７４．
CarolineFreundandDarioSidhu,“GlobalCompetitionandtheRiseofChina,”

p．２,https://piie．com/system/files/documents/wp１７Ｇ３．pdf,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１日.
翟东升、宁南山、赵云龙:«欧盟产业发展停滞的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世

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年第８期,第１２８—１５５页.

ThomasJ．Christensen,“FosteringStabilityorCreatingaMonster? TheRiseof
ChinaandU．S．PolicytowardEastAsia,”InternationalSecurity,Vol．３１,No．１,２００６,

pp．１０３Ｇ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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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结构的影响力甚至已经超过美式制度.①

作为一个在政治、经济制度上与美国异质的大国,中国的实力增长毋庸

置疑地引起了美国的恐惧.有观点认为,这种恐惧主要源自中国行为的变

化而非实力增长.② 例如,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方向上不再趋向

西方制度③,在台湾、钓鱼岛、南海等一系列问题上修正东亚地区的安全秩

序.④ 但是,中国的行为变化恰恰是国家由大到强的结果.“中美之间的实

力平衡变化是能够察觉到的,这一变化让很多中国人期待并且强烈要求出

现更加有所作为的中国外交政策.”⑤另一方面,美国之所以认为中国“变

了”,也有力量对比接近带来的感知变化.事实上,从中美建交开始,中国在

台湾、南海等涉及亚太安全秩序的问题上就从未改变过立场.⑥ 自２０１０年

起,美国的决策者显然感知到了中美相对实力的接近以及这种接近所带来

的内外压力.奥巴马在其年度国情咨文中多次提到中国,并越来越明显地

表现出对中国取代美国地位的担忧.２０１０年,奥巴马还能“不点名”地表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SebastianHeilmannetal．,“ChinasShadowForeignPolicy:ParallelStructures
ChallengetheEstablishedInternationalOrder,”https://www．merics．org/sites/default/

files/２０１８Ｇ０１/China_Monitor_１８_Shadow_Foreign_Policy_EN．pdf,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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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李 侃 如:«中 美 战 略 互 疑:解 析 与 应 对»,第 ３５ 页,https://www．
brookings．edu/wpＧcontent/uploads/２０１６/０６/０３３０_china_lieberthal_chinese．pdf,访问时

间: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１日.

RoyD．KamphausenandJessicaDrun,“SinoＧU．S．MilitaryＧtoＧMilitaryRelations,”

inU．S．ＧChinaRelationsinStrategicDomains,NBRSpecialReportNo．５７,April２０１６,

http://www．nbr．org/publications/specialreport/pdf/sr５７_usＧchina_april２０１６．pdf,p．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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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会当世界第二”,将中国和印度、德国等作为竞争者“相提并论”.①

但是在２０１５年,奥巴马针对中国的意图就大为清晰.他明确指出中国试图

重写亚太地区的规则,而这对美国不利,“美国决不能放任这一局面出现,必

须由美国来书写规则”②.特朗普政府的态度则更为公开,他称中国的政策

在过去数十年间取得了巨大成功,是以牺牲美国利益为代价获得了重大的

经济利益,而他则要扭转过往美国总统犯下的错误.③ 这种对华恐惧的不断

加深直接体现在美国政府的对华战略定位上.２００９年２月,美国国务卿希

拉里在代表奥巴马政府第一次访华时用中国成语“同舟共济”描述中美关

系,这也标志着中国“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战略定位的延续.④ 但在２０１７
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中国已经被正式定义为在国际安全和经

济的各个领域挑战美国地位和利益的最主要战略竞争者.⑤

自２０１０年起,伴随着美国对中国实力不断接近的忧虑,双边关系持续下

行.以“天安”舰沉没事件后美国派遣航母进入黄海引发中美外交交锋为开

端,经过钓鱼岛事件和黄岩岛事件,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态度日益强硬,最终

提出了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特朗普执政后,“亚太再平衡”一

词则被迅速抛弃,转而出现的是“印太战略”,这两大战略均以中国为目标.

到２０１８年,贸易战、技术战、意识形态分歧、大国对抗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主

①

②

③

④

⑤

“RemarksbythePresidentinStateoftheUnionAddress,January２７,２０１０,”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ＧpressＧoffice/remarksＧpresidentＧstateＧunionＧ
address,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１日.

“RemarksbythePresidentinStateoftheUnionAddress,January２０,２０１５,”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ＧpressＧoffice/２０１５/０１/２０/remarksＧpresidentＧ
stateＧunionＧaddressＧjanuaryＧ２０Ｇ２０１５,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１日.

“Trump Praises Chinaand Blames USfor Trade Deficit,”https://www．
theguardian．com/world/２０１７/nov/０９/donaldＧtrumpＧchinaＧactＧfasterＧnorthＧkoreaＧthreat,
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１日.

“HillaryClinton:Chinese Human RightsSecondarytoEconomicSurvival,”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china/４７３５０８７/HillaryＧClintonＧ
ChineseＧhumanＧrightsＧsecondaryＧtoＧeconomicＧsurvival．html,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１日.

“NationalSecurity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p．２,https://

www．whitehouse．gov/wpＧcontent/uploads/２０１７/１２/NSSＧFinalＧ１２Ｇ１８Ｇ２０１７Ｇ０９０５．pdf,访问

时间: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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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内容,美国联合其他西方国家遏制中国的可能性已经初现端倪.中美已

经进入“新冷战”的说法不绝于耳.① 但是就在中美紧张关系不断加剧的同

时,两国军事开支的走向却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如图４所示,从２０１０年至

２０１５年,美国军费占 GDP的比重迅速下降,而中国军费占 GDP的比重则保

持稳定的上升态势.当然,２０１０年起美国军费的下降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

从伊拉克撤出作战部队.但是,２０１４年之后,中美两国的军事开支对比的性

质仍然没有发生变化(尽管这种反向差异在程度上大有缓解).根据斯德哥尔

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国际军费开支数据,从２０１４年到２０１７年,美国的

军费开支无论是在绝对值还是在占GDP比重上都在缓慢下降,而中国的军费

开支在绝对值和占GDP的比重上都在缓慢上升.② 这意味着,尽管中美关系

竞争性在增强,中国的军事力量也在维持和提高增长率,但是美国却没有作

　　

图４　美国与中国的军事开支占GDP比重(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战争相关因素数据库”(CorrelatesofWar)自制.

①

②

赵明昊:«从“新冷战论”看中美关系面临的主要挑战»,«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８年

第６期,第１７—１９页.
“Datafor AllCountries１９４９—２０１７,”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

milex,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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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同样的应对.这一数据与美国国家安全界对军事投入的看法是一致的.

奥巴马政府虽然承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不会受到削减总体投入的

直接影响,但是也承认这只是将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力维持在阿富汗—伊

拉克战争之前的水平.而且,仅仅维持名义军费开支意味着从２０１３年到

２０１４年,美国的实际军费开支将下降２５％.① 因此,美国对中国的重视主要

体现在军力的分配而非增加军备上.对于这一财政约束,美国军方也公开表

示过不满,哈格尔就表示,这会让美军变成一只“空心部队”,不仅规模太小,而

且战备和训练严重不足,“以至于无法完全执行总统的国防战略”.② 这一不

满是广泛存在的,例如在２０１７年的一次针对退役军人和军属的调查中,就有

７１％的受访者认为奥巴马过度裁减了军队人员规模,６４％的受访者认为奥巴

马未能集中力量制衡中国.③

在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军费在绝对值上的持续下降的势头暂时得到阻

止,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特朗普政府两次提高了财年的军费预算,其中２０１８
年的总预算为６８６０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了８００亿美元.对于这一增长,美国

国防部副部长诺奎斯特(DavidL．Norquist)还表示,“大国竞争而非恐怖主

义才是对美国安全和繁荣的关键威胁”④.但是特朗普的做法是否足以扭转

２０１０年以来的整体趋势,现在还难以得出定论.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 GDP
本身也在迅速增长,其军费开支比重的提升可能并不明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

特朗普的“印太战略”和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实质上仍然存在延续

性.例如,奥巴马愿意以放松对盟友的控制为代价说服他们承担更多的防卫

①

②

③

④

这一数据来自美国传统基金会的２０１６IndexofU．S．MilitaryStrength,参见:

BruceD．Klingne,“RebalancingtothePacific:AsiaPivotorDivot?”https://index．
heritage．org/military/２０１５/importantＧessaysＧanalysis/rebalancingＧpacificＧasiaＧpivotＧdivot/,
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２日.

“RemarksbySecretaryChuckHagelandGen．MartinE．DempseyontheFiscal
Year２０１５BudgetPreviewinthePentagonBriefingRoom,”http://archive．defense．gov/

Transcripts/Transcript．aspx? TranscriptID＝５３７７,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２日.
孙炎:«过半美军给奥巴马打低分»,«中国国防报»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３日.
“PentagonAsksforMajorBudgetIncreaseAmidThreatsfromRussia,Chinaand

North Korea,”https://www．cnn．com/２０１８/０２/１２/politics/pentagonＧbudgetＧincreaseＧ
trump/index．html,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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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而特朗普则在就任之初就进一步表现出为了降低美国的负担宁可削弱

或者抛弃重要盟友的态度.在２０１８年７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特朗普甚至要

求北约各盟国将国防开支提高到４％,而不是原本规定的２％.① 正是这种

行为上的延续性及其背后美国社会对经济和外交制衡的青睐②,使得我们怀

疑特朗普政府在未来是否能继续维持这种军费增长,又是否会在“美国第一”的

经济民族主义的要求下重新收缩资源,执行“更名改姓”后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从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８年,美国对中国与其实力的接近有着充分认知,而且

这种认知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恐惧以及随之而来的制衡.但是,与中国的

军事力量增长相比,美国的这种恐惧并没有表现为军备的相应增长,反而很

可能处于持续的下降态势.对于这种行为上的不对称,伊肯伯里将其归因

为中国信奉“无畏舰之争式”的“传统的全方位军事竞赛”,而美国则青睐更

有效率、更有针对性的增强与盟友的联合作战能力、预先部署和轮换等“军

备”方式.③ 但是将这些替代手段称为“军备”可谓名不副实,而且提高资源

的利用效率和增加资源投入也并不矛盾.因此,这一“新式军备”的说法更

多是美国战略收缩的托词.事实上,奥巴马高度质疑进一步的干预主义、使

用武力和加强军备在应对战略威胁上的效果,无论这种威胁是来自恐怖主

义还是来自中国.相反,更好的应对之道是尽可能地降低战争和军备所带

来的成本,将资源集中用于解决国内问题.④ 同时,与冷战早期高度相似的

是,奥巴马的战略收缩并不是其国内政策批评者(正如１９４９年批评杜鲁门的

共和党议员)所宣称的那样是放弃美国领导地位的孤立主义式的战略克制

①

②

③

④

“TrumpTellsNATOLeaderstoup MilitarySpendingto４PercentofGDP,”

https://www．cnbc．com/２０１８/０７/１１/trumpＧtellsＧnatoＧleadersＧtoＧupＧmilitaryＧspendingＧtoＧ４Ｇ
percentＧofＧgdp．html,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２日.

DavidBell Mislan,“Elites,Domestic Constraints,and Americas Pivotto
Asia,”pp．９Ｇ１０,http://web．isanet．org/Web/Conferences/HKU２０１７Ｇs/Archive/９５２a６４acＧ
d８efＧ４ed４Ｇ９６４１Ｇfc６０ed２５c７８９．pdf,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２日.

AdamP．LiffandG．JohnIkenberry,“RacingtowardTragedy? ChinasRise,

MilitaryCompetitioninthe AsiaPacific,andtheSecurity Dilemma,”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３９,No．２,２０１４,p．１２５．

RichardFontaine,“RestraintandItsDiscontents,”NationalReview,January２３,

２０１７,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magazine/２０１７/０１/２３/barackＧobamaＧforeignＧ
policyＧadministration/,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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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raint),而是强调用更经济的方式来维护美国战略地 位 的 “主 导”

(primacy)政策,即构建坚固的联盟体系、维持重点地区的前沿部署(而非全

面军备)和强大的军事潜力.① 其逻辑是舍弃不太重要的战略目标和地区,

以提高国内物质资源的增长率,以保障霸权地位和核心战略目标的可持续

性.关键是维持或者获取相对于中国的物质资源增幅上的优势.② 尽管奥

巴马的战略收缩在战略界招致了诸多批评,但是一方面此举有着牢固的国

内选民基础;另一方面,伴随着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的邻国、美国

的亚太盟友也陆续表现出了日趋强烈的制衡中国的意愿,增强了共同防御

的能力,这使得美国的战略界更加确信可以在放弃东亚和与中国的全面军

备竞赛之间找到“第三条道路”.③

要想在应对崛起中国时大体维持“既遏制又节约”的政策组合,美国的

决策者必须证明这么做所增加的风险和降低的成本是成比例的,即降低军

备成本不会鼓励竞争者采取冒险行动,不会削弱盟友的安全合作意愿.④ 换

言之,即中国在未来不会与美国突然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不会将美国因

削减军备而造成的在战术上的不利地位由理论变成现实.除此之外,其他

例如使得俄罗斯趁机在叙利亚或者中东增强影响力的不利后果并不能否定

战略收缩本身的有效性,因为这一战略的目标就是有效应对中国在亚太地

区的崛起,为此必然要牺牲一些次要目标.⑤ 当前,特朗普与奥巴马在大战

①

②

③

④

⑤

JohnGlaserandTrevorThrall,“ObamasForeignPolicyLegacyandtheMythof
Retrenchment,”https://object．cato．org/sites/cato．org/files/pubs/pdf/workingＧpaperＧ
４３Ｇupdated．pdf,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３日.

WilliamZ．Y．etal．,“Correspondence:DebatingChinasRiseandtheFutureof
U．S．Power,”InternationalSecurity,Vol．４１,No．２,２０１６,p．１９１．

MichaelBeckley,“TheEmerging MilitaryBalanceinEastAsia:HowChinas
NeighborsCanCheckChineseNavalExpansion,”InternationalSecurity,Vol．４２,No．２,

２０１７,pp．７８Ｇ８１．
对于战略收缩所带来的军事后果,参见:ColinDueck,“TheStrategyofRetrenchment

andItsConsequences,”https://www．fpri．org/article/２０１５/０４/theＧstrategyＧofＧretrenchmentＧ
andＧitsＧconsequences/,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３日.

AlbertWolf,“The‘ObamaDoctrine’andtheCostsofRetrenchment,”http://

thehill．com/blogs/congressＧblog/homelandＧsecurity/２１０２５３ＧtheＧobamaＧdoctrineＧandＧtheＧcostsＧ
ofＧretrenchment,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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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上存在一些差异,前者更愿意增强军备,也更愿意采取军事行动,但是两

者在让盟友承担更多防卫责任上的相似之处也非常明显,而且特朗普要远

比奥巴马更不在乎国际承诺和领导地位,更为关注通过经贸和国内政策让

美国再度强大.特朗普决定从叙利亚撤出则是用行动证明了他与奥巴马之

间的显著延续性.① 因此,我们可以将从２０１０年至今的美国战略行为视为

一个符合理论描述的连续体.

四、 结论: 大国竞争中的不对称行为

“艾利森版”的“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一个严密的理论假说,但是其蕴含

针对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的更加突出的安全困境却是现实存在的.在当前

的国际环境中,发生预防性战争的可能性确实大大降低,但是这并没有在很

大程度上消除这种困境潜在的破坏力.一场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的冷

战或者“新冷战”完全可能为当今世界带来全面而深刻的负面影响,而对于

其中的崛起大国而言,这种冷和平是尤其需要避免的.总之,我们认为,“修

昔底德陷阱”的逻辑是基本有效的,但是需要进一步明确其作用的条件,即

当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在性质上存在重大差异时,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在

相对实力上的接近会导致守成大国的恐惧,而这一恐惧会转变为后者针对

前者的遏制政策.但是与传统观点和常识不同的是,本文通过统计和案例

分析指出,在遏制与提防的相互螺旋中,虽然崛起大国会伴随着自身力量的

增长不断增强军备力度,但是守成大国却会在某种程度上反其道而行之,通

过降低军备力度、减少军事资源的投入比例或绝对值来提升自身的增长潜

力,以期扭转相对于崛起大国的发展劣势.这也正是守成大国在历史上屡

次采用过的优势策略.因此,本文的理论贡献就是指出这一大国竞争中双方

行为的不对称性,崛起大国要比守成大国更容易跌入军备竞赛的陷阱.这

种不对称性是由双方的力量存量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战略偏好所引发的.

① StevenA．Cook,“TrumpsSyriaPolicyIsntRetrenchment．ItsPandering,”

https://foreignpolicy．com/２０１８/０４/０９/trumpsＧsyriaＧpolicyＧisntＧretrenchmentＧitsＧpandering/,
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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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论发现对作为崛起大国的中国具有相当的政策意义.随着中美

关系竞争性的全面增强,中国应当认识到美国很有可能正在复制其在冷战

初期的大战略,就是在减少军备投入、提升长期发展潜力的同时,采取进攻

性的遏制政策.面对这一政策组合,如果中国过于担忧美国会因为中美的

力量接近而发动预防性战争或者制造安全危机,那么就会在军备上投入更

多或者说不适量的资源,这样不仅在安全上没有多少边际收益,还会损害自

身的长期发展潜力.因此,中国的优势策略不应当是趁美国战略收缩的时

机快速增强自身的军事力量、在局部地区谋求针对美国的军事优势,而是要

适当降低对安全问题的敏感性,认识到军备在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竞争中

的有限和两面作用,避免陷入战略激进和资源错配的往复循环.正所谓“行

有不得,反求诸己”,面对守成大国美国的恐惧和反制,中国应当在韬光养晦

和全面进取之间找到一条内向进取的中间道路,不谋求在安全能力上成为

与美国对等的军事超级大国,以推动中国的长期发展潜力到达持续、明显地

优于美国的程度.一言以蔽之,韬光养晦无法崛起,全面突进难言和平,只

有在与美国的竞争过程中内向进取,才能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

回到本文的研究本身,大国竞争中的不对称行为这一现象还有进一步

深化的空间.首先,这种不对称性并不是绝对的,在某些条件下———例如爆

发涉及崛起大国的局部战争时,守成大国也会改变自身的策略.在１９５０年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策界爆发了针对既有政策的反思,认为既减少军备

又遏制苏联的政策组合导致了美国承诺和力量之间的差距,使得苏联在朝

鲜半岛有机可乘,甚至推动了苏联采取冒险政策.但是在朝鲜战争的危机

过后,美国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的领导下,又逐渐退回到朝鲜战争前的战

略,美国的军事开支逐年稳步下降.这一变化一方面说明不对称行为不是

偶然的,而是会反复出现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守成大国采用这一战略也是有

条件的,在特定环境下会遵循相反的行为逻辑.其次,在论述守成大国为什

么会采取不对称行为时,主要是通过对历史档案、国家战略和决策者讲话的

文本分析来加以推断,而没有通过定量分析的方式来进一步检验这一解释

的可靠性.因此,本文当前更多的还只是阐释了守成大国的战略选择,对这

一选择背后的战略心理假设,还需要进一步进行和完善对这一逻辑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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